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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曹魏时期，傅嘏等人所倡导的“名理”之学，其本质是基于“才
性”关系问题而守护儒家名教之理，并由此构成了对曹操“名法之术”的价值超

越。 在傅嘏“以德为本”的名理视域中，何晏等人之所以是名不副实、言不及义的

“败德”之徒，同其“以无为本”的学说背离儒家理念有密切关联。 尽管荀粲崇尚

的“玄远”与傅嘏的“名理”之理路有异，但其“玄远”依然以儒家之“天道”为指

向。 而裴徽之所以能沟通傅嘏的才性名理与荀粲的玄远天道，是因为三者共享

儒学之“宗致”。 裴徽并非一个“贵无论”者，他向王弼提问的意图，是借“孔子不

言无”这一文本现象从根本上质疑“无”的合理性。 然而，与“名理” “玄远” “贵
无”等流别均有关联的王弼不但接住了“裴徽之问”，而且通过“圣人体无”之洞

见融通了“无”与儒家的名教及自然世界，从而造就了“玄学”的成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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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魏晋玄学圣人观的建构机制与演生脉络研究”
（编号：２５ＢＺＸ０２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９０ 页。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９１ 页。
③ 对此，汤用彤与唐长孺均有相关论述。 相较而言，前者更注重抽象之“理”，后者更关注政治之

“实”。 （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 １８ 页；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３１５—３１８ 页）
④ 参见冯友兰：《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０３—１０５ 页。
⑤ 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１９ 页。
⑥ 牟宗三认为，王弼、何晏、向秀、郭象为“玄学名理”，刘劭、傅嘏、卢毓、钟会等人为“才性名理”。

（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 ３７、２０４ 页）

在魏晋玄学的生成过程中，曹魏时期兴起的“名理”起到了重要作用，汤用彤称之为“准
玄学”①，唐长孺亦以“玄学先驱”②视之。 一般认为，“名理”之学始于对“循名责实”“甄察

人物”“设位建官”等政治问题的关注，此后便围绕“才性”问题走向了对“名实”之“理”的抽

象思考。③此外，颇有学者认为“名理”即“辨名析理”（或称“辩名析理”），是一种抽象的思考

方法，并将它视为魏晋玄学家的共法④，乃至可以等同于今之所谓“逻辑学”或“哲学”⑤。
在这种界定下，“名理”的外延比“玄学”更大，故有“才性名理”与“玄学名理”之分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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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名理”与“谈辩名理”之别①。 实际上，尤其在魏晋早期，“名理”不是一个与“名辩”
“辨名析理”“逻辑学”“哲学”等词语等价的概念，结合政治语境、才性议题的狭义理解才

是它的“旧义”与“原义”②。 尽管学界普遍注意到“名理”与名教制度相关，并围绕“才性”
问题展开讨论，却因未能探明魏初“名理”之学的儒学底质，而无法对它与玄学之间的关系

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以傅嘏、荀粲、裴徽等魏晋早期学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阐明其“名理”
“才性”“玄远”之学的意涵与相互关联，梳理出从“名理”之学到“玄理”之学的演进脉络，
以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之处，厘正其中的误读。

一、从“名法”到“名理”：傅嘏的名理学与才性论

关于玄学在曹魏时期的兴起过程，《文心雕龙·论说》有一段经典论述：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 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

玄论。 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
刘勰在这里区分了“名理”与“玄论”，并认为傅嘏、王粲等人的名理学与曹操倡导的

“名法之术”相关，何晏等人的玄论与正始时期的守文策略相关，分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时

代精神。
所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指的是曹操以“名法之术”成就其霸业。 所谓“名法之

术”，则指曹操以“揽申、商之法术”（《三国志·武帝纪》）为核心的施政策略，而这一策略

又与“唯才是举”“有事赏功能”等用人理念息息相关。 在田余庆看来，“曹操经常称道孙

武、孙膑、商鞅、韩非、秦皇、汉武等人，是为了给世家大族所尊奉的儒家圣贤树立对立

面”③。 这种“举贤勿拘品格”而善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的做法，突破了东

汉末年世家大族尊奉的“宗经义”“贵仁孝”等儒学理念。④ 曹操的“术兼名法”是以法家、
兵家为底色的人才观念和形名思想，重才能而轻德行，重功利而轻道义，堪称一种基于“法
理”⑤的形名学。

若谓“傅嘏王粲，校练名理”是对曹操“名法之术”的延续，很容易将名理学的性质界定

为法家。 刘大杰认为，名理派“在处事行政方面，保持法家的精神”⑥。 唐长孺也说：“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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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认为，何晏、王弼、郭象的思想是通过“经典注释”展开的，属于“玄学名理”；嵇康的思想

以“话题”为核心，是“谈辩名理”的代表之一。 （参见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１３ 页）

汤用彤认为，“才性之理”乃“名理”之“旧义”，“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失其原义

矣”。 （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 １８ 页）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５４ 页。
参见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１—４２ 页。
傅玄《傅子》云：“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王天海、王韧：《意林校释》下册，中华书

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４１ 页）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岳麓书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９３ 页。



名理学家大抵由检察名实，特别是由考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因此与法家相

近。”①实际上，以王粲②、傅嘏为代表的名理派并不是法家，而当属儒家。 他们关于名实问

题的思考，并非抽象地思辨，而是通过对“才”“性”关系问题的讨论，以确立才能与名分的

道德原则，从而树立以德性为本、才能为末的名教理念。 接下来，本文将以傅嘏为中心对

之进行论证。
首先，傅嘏的名理学是一种与“循名责实”有关的政治理论，而不是“辩名析理”的抽象

思考或认识方法。 “辩名析理”语出郭象《庄子注·天下》篇，是郭象对以惠施为代表的

“辩者之流”的言辩方式的概括，也是郭象对当时一些名流耽于思考抽象问题的一种描述。
傅嘏绝非辩者之流，对抽象的玄远之学也不感兴趣，其“名理”不可能是言辩、逻辑意义上

的“辩名析理”，故其名理学很难说是“以先秦名家为主”③者。 傅嘏之“名理”，可谓以 “尽
人才”为要，以“立司马氏之纲统”（《三国志·傅嘏传》注引《傅子》）为归，有着“在原则上

决定选举和人与职位配合的标准”④的现实关注。
其次，傅嘏的名理学与“循名责实”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循名责实”是傅嘏的核心关

注，或者说是他用来解决名实问题的根本方法。 魏明帝景初年间，刘劭作《都官考课》并提

出了七十二条“循名责实”的方法，傅嘏则直言不讳地对之进行了批判：
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 本纲未

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三国

志·傅嘏传》）
在傅嘏看来，“循名考实”乃治末之举，而非立本之方；若以“循名考实”为先，无法区分

贤愚、揭示性理。 “循名考实”当以“建官均职”为本，“建官均职”又以“行具而谓之贤，道
修则谓之能”的贤能观念为要。 在无法辨别贤能、建官均职的前提下，“案品状则实才未必

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三国志·傅嘏传》）。 也就是说，
作为一种结果性的评判，“考课”无法从源头处选拔出有“实才”“德行”的贤能之人。 只有

“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才是解决“名实”问题的根本方法。 此所谓“名理”，显然不是

“循名考实”，而是“循名究理”，即对“名实之理”或名教之原则的揭示。 这种意义上的“精
幽明之理”，不是对“抽象原则”的思考，不是“专就名而分析理，不管实际，不管事实”⑤，而
是要重新确立儒家价值原则的根本地位。 所谓“校练名理”，可理解为“校名练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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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３１７ 页。
关于王粲，《三国志》云：“魏国既建，拜侍中。 博物多识，问无不对。 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

恒典之。”（《三国志·王粲传》）王粲在魏初主持恢复“旧仪”、兴造“制度”，可谓“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

之制”（《三国志·王粲传》），类似于汉初叔孙通之制定“汉仪”。 这种“旧仪”“制度”，通常以儒家式礼

仪、礼制为核心。
龚斌：《世说新语索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２ 页。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３１５ 页。
冯友兰：《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第 １０３ 页。



名”即“正名”，“练理”即“精幽明之理”。
最后，傅嘏的名理学以“才性”问题为核心，所谓“理”又与“性” （“德性”）相应，故名

理学实质上是一种以“德”为价值原则的名实论、人才观、形名学。 在文献记载中，“善名

理”（《世说新语·文学》）的傅嘏是一个“好论才性，原本精微”①的人。 汤用彤认为，“嘏
所善谈者名理，而才性即名理也”②。 此论断非常准确。 所谓“才性”，即“才”与“性”，上
引傅嘏“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一语中的，“实才”即“才”、“德行”即
“性”，清晰呈现了“才”“性”之别。 于此，陈寅恪有明确论断：“夫仁孝道德所谓性也。 治

国用兵之术所谓才也。”③唐长孺也说：“才性论所研究的问题为才与性的涵义以及操行与

才能的关系。”④“才性”问题就是才能与德性的关系问题，傅嘏所谓“才性同”，是指“才
能”要同于“德性”，或者说要以“德性”为本、为归。

关于“才”“性”关系问题，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提供了时人的四种看法：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

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⑤

陈寅恪将此四说分为“才性同”“才性合”与“才性异”“才性离”两类，并认为傅嘏、钟
会之“才性同”“才性合”与东汉士大夫的儒家理念相合，李丰、王广之“才性异”“才性离”
符合曹操“唯才是举”的策略，故傅嘏、钟会为司马氏之党羽，而李丰、王广为司马氏之政

敌。⑥ 其一，与傅嘏一样，钟会亦为“精练名理”而常论“才性”之人，其“才性合”之主张与

傅嘏之“才性同”应共享着以德性为本的儒家原则。 钟会年少时，傅嘏以“明智”称许钟会

并与之过从甚密，并非没有缘由。 其二，司马懿辟傅嘏为从事中郎，司马师视钟会为“腹心

之任”，两人均受到了司马氏的高度认可。 根据仇鹿鸣的研究，司马氏家族是东汉中后期

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这一家族极为重视儒术与经学的经世致用面向。⑦ 总之，傅嘏、
钟会在政治上为司马氏一党，在价值理念上以儒家为归。

由上所论，傅嘏的名理学是以儒家德性观念为归的才性之学，而将之理解为一种抽象

的思考方法并不妥当。 接下来，不妨再通过分析卫瓘、裴頠的思想，对名理学与儒家德性

观念、价值理念的一致性再作一些论证。
卫瓘在魏初即以“名理”显名，并被傅嘏、乐广称赏不已：

瓘字伯玉。 清贞有名理，少为傅嘏所知。 （《三国志·卫瓘传》注引《晋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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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傅子》：“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三国志·傅

嘏传》注引《傅子》）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 １７ 页。
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４５ 页。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３０５ 页。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７０ 页。
参见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４６—４７ 页。
参见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９—５８ 页。



瓘年十岁丧父，至孝过人。 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时权臣专政，瓘优

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宁武子。 （《晋书·卫瓘传》）
卫瓘有名理，及与何晏、邓飏等数共谈讲，见广奇之曰：“每见此人，则莹然犹廓云

雾而睹青天。”①

所谓“清贞”“至孝过人”“性贞静”“莹然”，表述的都是一种自然清正的道德品性。 傅嘏之

“虚胜”的意思当与这些词语的意思相近，可以理解为“清虚贞胜”，而非“不关具体实事，而
注重抽象原理”②之义。 而且，傅嘏将卫瓘比为“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之宁武

子，正是对其澄静内敛之德以及“如愚”在世形态的极致肯定；声称“名教中自有乐地”
（《世说新语·德行》）的乐广对卫瓘的赞叹，更说明卫瓘之“名理”不在“名教”之外，而是

一种在“名教”之内的“名理”。
裴頠是西晋时期善谈“名理”的代表：

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 （《世说新语·言语》）
頠弘济有清识，稽古善言名理。 履行高整，自少知名。③

与卫瓘类似，裴頠有“清识”且“履行高整”，也是一个备受称赞的清雅儒者。 裴頠之所

以撰《崇有论》，正以“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晋书·裴頠传》）为由。 “儒术”构成了

裴頠之“名理”的边界。 裴頠《崇有论》说：“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

务。 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
则偏而害当矣。”（《晋书·裴頠传》）所谓“天理之真”“至理”，指的是圣人创作之礼制，儒
学色彩极为鲜明。

总之，傅嘏、钟会、裴頠等人的名理学均以“德性”为“本”为“理”，是一种以儒家价值

观念为旨归的儒家义理学，而不是与现实无关的“抽象”思考，更不是以名家为主或与法家

相近的学问。 傅嘏的名理学与曹操之“名法之术”相续但并不等同，是对曹操的法家式形

名学的儒家式改造与价值提升。④

二、“浮华”与“玄远”：“名理”的两个“对立面”

傅嘏等人的名理学是一种儒家式的形名学、才性论，并以儒家的经学系统、名教观念、
德性价值等为内容或依归。 在傅嘏眼中，当时背离儒家经学与名教价值而有盛名或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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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人，比如何晏、邓飏、夏侯玄等“一时之杰士”，皆是名不副实、言不及义、德不配位的

“浮华”之徒。 傅嘏的这种态度，与魏初官方对何晏等人的定性是一致的。
《三国志·曹爽传》载：

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
皆抑黜之。
龚斌认为，魏明帝崇尚“法理”的学术理念，这构成他禁浮华的主要原因。① 然而，正

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谓“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浮华”本
来就是一个称示经学衰落、儒风衰败之后的学风与士风的词语。 魏明帝之所以抑黜浮华，
是本于“儒理”而非“法理”的政治考量：

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 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
不由典谟。 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 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

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明帝纪》）
由“经学废绝”而导致的士人“学”不由典谟、“行”不本德性，构成了魏明帝罢退何晏

等浮华之徒的真正缘由。 所谓“浮华而不务道本”，正是指何晏等人对“道本—名理”的违

背。 《傅子》载：
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

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 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

之。 谓嘏曰：“夏侯泰初一时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 二贤不睦，非国

之利，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 何平

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 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
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 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
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 （《三国志·傅嘏传》注引《傅子》）
在傅嘏眼中，何晏等人徒有虚名而无实才，徒逞口舌（“好辩”“利口”“多言”）而无品

德（“无诚”“外要名利”“妒前”）。 所谓“浮华”，即有名而无实、好辩而无诚。 这既是对儒

家之才能、德性观念的违背，也对儒家之“名实”“名理”造成严重破坏。 在傅嘏看来，何晏

三人之所以“败德”，从根本上是因为“以无为本”这一命题违背了“以德为本”的儒家理

念。 在此意义上，“败德”不仅是一个品德评判，更是一个思想判断。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

为谋”（《论语·卫灵公》），主“名理”的傅嘏严词拒绝了何晏等浮华之士的结交请求。 有

趣的是，“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 玄曰：‘虽复刑

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世说新语·方正》）。 哪怕在

狱中，夏侯玄也拒不接受钟会的亲近之意，而钟会正是被傅嘏激赏的“名理”之家。 可见，
在“名理”之士诋訾着“浮华”的同时，“浮华”之士也在傲睨着“名理”。 名理学的儒家底

色，在与“浮华”的对照中也就更加昭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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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魏时期，与傅嘏等人之“名理”构成对立或对话关系者，除了“浮华”，尚有荀粲的

“玄远”之学。 据《世说新语》等文献载：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 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 裴冀州释二家之义，

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世说新语·文学》）
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而不

相得意。 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 顷之，粲与嘏善。①

太和初，（荀粲）到京邑与傅嘏谈。 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

格而不相得意。 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 夏侯玄亦亲。 常谓

嘏、玄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 天

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 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
非识之所独济也。 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三国志·荀彧传》注

引《荀粲传》）
学界一般将荀粲之“玄远”等同于何晏式的玄理。 汤用彤说：“至若玄远，乃为老庄之

学，更不近于政事实际。”②牟宗三云：“‘玄远’则直造象外系表之微，此可称为玄理。”③由

上述材料可知，尽管傅嘏与荀粲存在思想争执与理路差异（“有格而不相得意”“有争而不

相喻”），但他们终究还是共享着同样的理念（“宗致”）。 既然傅嘏的价值理念是儒家式

的，荀粲的“玄远”之学理应莫之能外。
这一问题，又与如何理解荀粲的“独好言道”问题相关。 何劭《荀粲传》载：

粲字奉倩。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

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粲传》）
汤用彤认为，“独好道”说明荀粲乃“偏袒道家者”④。 不过，结合上文对傅嘏、荀粲共

宗儒学的考察，此论值得商榷。 首先，“独好言道”之“道”乃承“术”而来，并不与“儒”相
对。 其次，此“道”字下接“性与天道”之“天道”。 最后，这段文字旨在说明“言不尽意”，唯
引《周易》为说，无一字涉及老庄之言，应与道家无关；故荀粲之“道”乃“天道或道术之

道”，而非“道家”之“道”。⑤

荀粲还有“常以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粲

传》）之说。 在荀粲的叙述中，“色”的对立面是“才智”而非“德”，并不存在轻视“女德”的
意思。 不仅如此，荀粲所谓的“才智不足论”可能还蕴含着对“妇德”的重视。 当然，依照荀

粲对“六经”的轻视、对超越之“道”的追求，荀粲心中的“妇德”一定不是世俗的“三从四

德”之女德，而很可能是某种普遍、形上之“德”。 孔子尝叹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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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语·子罕》）荀粲之“如好好色”被视为“好德”之表征，亦未尝不可。 据说，荀
粲之妻甚有美色，其妻病亡之后，“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伤”；面对傅嘏美色“易遇”的
宽慰，荀粲以“佳人难再得”回应之，并最终因“痛悼不能已”而亡。 （参见《三国志·荀彧

传》注引《荀粲传》）其情之真，其意之切，绝非“好色”而不“好德”之徒所能为。 可见，荀
粲之论妇人乃以德为本、以色为主，唯不取其才而已。 荀粲这种“德—色”相合而观的思

路，既无违于“好德如好色”的儒家观念，本质上也与傅嘏、钟会之“才—性”相同、相合的

主张相通。
可见，荀粲之“玄远”与傅嘏之“虚胜名理”同以儒家之“理”、儒学之“道”为宗，二者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敌对关系，只是存在一些路径差异而已：荀粲并不认为圣人之道具载于

“六经”之中；在傅嘏那里，“六经”与名教则是“理”的直接呈现。 通过荀粲所谓“功名者，
志局之所奖也。 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独济也”，亦可窥见荀粲对以功名为代表

的名教的反思，以及对由“名”入“理”这一进路的质疑。 在此意义上，荀粲所谓“识”，正是

一种穿透“六经”与名教而领悟玄远之“性与天道”的能力。 傅嘏、荀粲之所以会暂时性

“不相得意”，缘由正在于此。
相较而言，荀粲之“玄远”与傅嘏之“名理”，路径相反而“宗致”相同；荀粲之“玄远”与

何晏、夏侯玄之“玄论”，名相依似实则“宗致”暌违。 然而，“玄远”与“玄论”之间的差异终

究不过是一间之隔。 以荀粲之高识，他并不像傅嘏那样坚拒“以无为本”这一命题，这或许

就是他与撰述了《本玄论》的夏侯玄“亦亲”的原因。 这样一来，如何打破“名理” “玄远”
“玄论”等理念之间的差异与间隔并将之融贯为一，就构成了“玄学”的最终难题。 裴徽与

王弼，正是这一难题的提出者与解答者。

三、“玄学”的生成：从裴徽到王弼

王弼之于玄学的贡献可谓有目共睹，但较王弼年长的裴徽对玄学的奠基作用也不容

小觑。 裴徽先对傅嘏的“名理”与荀粲的“玄远”进行了沟通，王弼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打
破了荀粲之“玄远”与何晏之“玄论”之间的区隔，并通过回应“裴徽之问”彻底会通了“名
理”与“玄论”。 所谓“玄学”，正是经由裴徽的“通彼我之怀”与王弼的“论天人之际”才最

终生成的。
裴徽的具体生卒年不可知，当与夏侯玄、何晏、傅嘏等年辈相若或稍长，其出身河东裴

氏，曾任吏部郎，仕至冀州刺史，故称“裴冀州”“裴使君”等。 通过上引文献来看，面对傅嘏

之“虚胜—名理”与荀粲之“玄远—天道”的理路差异与言谈辩诘，裴徽能够“释二家之义，
通彼我之怀”，有效弥合傅嘏与荀粲的路径差异，合理安顿“名理”与“天道”的位置与关

系，最终让傅嘏、荀粲“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裴徽的表现，堪称“叩其两端而竭焉”（《论

语·子罕》）之人。
那么，裴徽何以能“执两”而“用中”？ 通过何劭《荀粲传》来看，裴徽的思想应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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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傅嘏与荀粲共同认可的儒学“宗致”而达成的。 这意味着，裴徽的思想立场亦以儒家

理念为基底，他与傅嘏、荀粲一样，并不认可何晏的“以无为本”。 由于裴徽没有著作传世，
我们只能借由诸多旁证来佐证裴徽的这一立场。 兹举几例言之：

嘏自少与冀州刺史裴徽、散骑常侍荀甝善。 （《三国志·傅嘏传》注引《傅子》）
正始中，人士比论……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世说

新语·品藻》）
傅嘏极度轻蔑何晏，但自少与裴徽相善，说明他与裴徽是同气相求的。 时人将裴徽类

比于王祥。 据《晋书》所载，王祥不仅以“高洁清素”著称，而且“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
及与之言，理致清远，将非以德掩其言乎” （《晋书·王祥传》）。 王祥“以德掩其言”的形

象，与何晏的“好辩而无诚”正相对反。 裴徽的品行气度既与王祥类似，也理应是一个清素

儒者。
裴徽在担任冀州刺史之时，便对管辂青眼有加，辟管辂为文学从事并与之“共论道”，

“清论终日，不觉罢倦”（《三国志·方技传》注引《辂别传》），这说明他与管辂的易学立场

和价值观念是类似的。 朱伯崑通过分析管辂与何晏关于易学的对话，认为管辂反对玄学

家以老庄观点解易。① 由管辂对何晏易学的这种态度，不难推测出裴徽的态度。
此外，时人谓裴徽“高才逸度，善言玄妙”②，“才理清明，能释玄虚” （《三国志·方技

传》注引《辂别传》）。 所谓“才理清明”，当与傅嘏之“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卫瓘之

“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王祥之“高洁清素”意近；所谓“高才逸度”之“高逸”，
当与荀粲以其高识而论“天道”之理路类似；至若“玄虚”一词，正好是荀粲“玄远”之

“玄”与傅嘏“虚胜”之“虚”的组合，直观体现着裴徽玄妙思致的统合性质。
因此，如果将傅嘏之“名理”视为“名教”之方内世界的根本原理，将荀粲之“玄远”视

为关乎自然世界之本体的形上之思，那么裴徽就应当是可以统合人文名教与自然本体的

思想家；如果说傅嘏的“名理”与人之才性相关，荀粲的“玄远”与自然天道相关，那么裴徽

就应当是以儒学理念为归，可以贯通“性与天道”的思想家。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进一步

分析裴徽与王弼的关键问答了。
何劭《王弼传》载：

父业，为尚书郎。 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 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

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 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
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

乎！”（《三国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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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则材料中的“裴徽之问”，高晨阳精到地评价说：“裴徽的疑问不止是他一个人

的疑问，而是时代的疑问，是玄学家所普遍关注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重大理论课题。”①根

据本文的考察，裴徽的思致与风范均未超出儒家的价值界域，因而他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

上的“玄学家”。 然而，“裴徽之问”的确是“时代的疑问”。 王弼之所以被视为玄学第一

人，正是因为他完美解答了这一思想难题。
裴徽曾向管辂评价何晏说：“何尚书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三

国志·方技传》注引《辂别传》）这说明裴徽对何晏的才智还是相当认可的，甚至，单纯在思

想维度上，好论老庄之道的裴徽或许非常欣赏“以无为本”这个命题。 然而，裴徽不可能放

弃其儒学理念与价值判断，“以无为本”在他那里最多是一个“巧而多华”“美而多伪”②的

命题：巧美则巧美矣，终究是华而不实的。 这样，尽管裴徽文句中的“夫无者，诚万物之所

资也”是一个定义式的肯定句，但这并不意味着裴徽认可这个命题。 这句话中的“诚”字，
完全是由后文“然圣人莫肯致言”中的“然”字引出的，并非表示裴徽的确信。 在裴徽那里，
“然圣人莫肯致言”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问题，而是与儒家理念息息相关的价值问题。 我

们可以将“裴徽之问”完整转述为：“‘无’如果确实（像何晏所说的那样）是万物之本，为何

孔子却不曾表述，只有老子在反复申说呢？”可见，“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是一个假设

性肯定句，裴徽真正想表达的是：既然圣人孔子没有表述过“无”，那么“以无为本”就不是

真理性的表达，它不过是老子的“一家之言”而已。
“裴徽之问”是以守护儒家生活世界、圣人价值权威为目的之“大哉问”，也是对“以无

为本”这一命题的根本性质疑。 面对裴徽的挑战，王弼给出了天才式的回应———孔子“体
无”故不言，“言无”的老子还是居于下乘。 更重要的是，这一回应，让本体之“无”向上引

入“玄远”之境、向下笼盖“名理”之域成为可能。 换言之，“圣人体无”使得傅嘏之“名理”、
荀粲之“玄远”非但不能在理论上再拒绝“无”，反而必须主动拥抱“无”，才能获得安立与

显发。 可以想见，如果王弼没有给出“圣人体无”之洞见，“无”一定会被裴徽直接判定为

“浮华”产生的原因而被彻底否定。 在此意义上，尽管源自《老子》 《庄子》的“无”是由何

晏、夏侯玄等人在新的时代氛围中予以“复活”的，但只有通过王弼对“裴徽之问”的完美回

应，“无”才避免了昙花一现式的夭折。 有趣的是，何劭《王弼传》在叙述完裴徽、王弼的问

答之后，又有“寻亦为傅嘏所知。 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

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之记载。 傅嘏本来对何晏的“以无为本”持不屑一顾的

否定态度，但王弼似乎让他对“无”又产生了兴趣；尽管何晏是“以无为本”的发明者，但他

对王弼的赞叹反而说明他自己无法有效回应“裴徽之问”并守护“以无为本”这一命题。
通过回应“裴徽之问”，王弼成功证成了“无”之本体的合理性。 在注解《老子》《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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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高晨阳：《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齐鲁书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８６ 页。
管辂对裴徽评价何晏说：“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三国志·方

技传》注引《辂别传》）



《论语》等经典的时候，王弼又完美贯彻了这一理念，其注释手法堪称游刃有余，其玄学思

致可谓“左右逢源”。 这正是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要围绕王弼的“言意”“圣人”“本末”
等问题而徐徐展开“贵无”之思想画卷的缘由所在。 至此，傅嘏之“名理”、荀粲之“玄远”、
何晏之“贵无”等玄学早期观念之间的理路差异、价值区隔被彻底打破，从而塑造出一种关

乎“天人之际”的整体思想视域与通贯的价值系统。
在王弼的思想脉络中，“玄远”与“无”的关系显而易见，正所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

则谓之曰玄”“‘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①王弼

认为，“玄”“远”都是出乎人之涉求而对“无”的称谓形式。 现在的问题是，“无”是如何安

顿“名理”的？ 如上所述，傅嘏的“校练名理”一方面出于解决政治层面的“循名责实”问题

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儒家德性本质、道德原则的强调与维护。 在《老子指略》中，我
们同样可以看到王弼对“名实”“名理”“形名”“名分”等问题的关注：

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 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

于名者也。 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 仁不得谓之圣，智不得谓之仁，则
各有其实矣。②

在王弼看来，有“物”而后有“形”，有“形”而后有“名”，“名”构成了对“形”之“实”与
物之“分”的表述。 圣人创制之“名”既是对万物之“形—实”的内在规定，也是对万物之

“分—理”的自然表述，此即王弼之“名理”。 通过“仁不得谓之圣，智不得谓之仁，则各有

其实”可知，王弼所谓“名”依旧与名分、名位、名制、位分等秩序内涵相关，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名词或概念。 王弼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③显然，作
为政治秩序之“名”的意义与价值，仍是被王弼充分肯定并接受的，“名—实”相副与“名—
理”相合，同时是其政治理想与存在信念。

然而，王弼终究还是以其“崇本”思想“内在超越”了名理学。 在王弼那里，“名”是对

万物之现实存在状态的一种描述而非规定，“物”与“名”之间应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双向锚

定关系。 对于描述万物的秩序而言，“名”有其重要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度：“名”不
具有超离“物”而独存的合理性，更不能由之而反向控驭、单向规定“物”，否则，万物的“自
然之性”就会遭到干扰与损害。 在这里，王弼实际上将“名理”问题还原为“物性”问题，或
者说他尝试以“物性”为“名理”奠基，从而提出了以“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

也，可通而不可执也”④为原则、以“万物乃得各全其性”⑤为旨归的秩序理念。 在王弼看

来，只有符合“物性”的“名理”才是良善的政教施设，“赖威权—法以正齐民”与“立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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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９７、１９６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１９９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８１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７６ 页。
王弼：《周易注（附周易略例）》，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３９ 页。



施—以恩仁令物”①等不以“物性”为旨归的名教必然导致民众的失真、诈伪与争讼。 王弼

在《老子指略》中将这种由“名”奠基的施政方式称为“以形名检于物”“任名以号物”：
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

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 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②

这里的“刑”“名”“誉”“矫”“杂”，正对应着法、名、儒、墨、杂诸家：“法”“名”与曹操之

“名法之术”相应，“儒”与傅嘏之“名理”相关，“杂”之秽乱亦未尝不指向何晏等人之“浮
华”。 在王弼看来，这些施政方式无不将包括刑罚、仁义、智巧在内的“形名”视为万物的规

范，从而将“物”降格为治理的对象，这不仅忽视了“形名”本由“物性”而生的自然之序，更
遗忘了“有形有名”之“物”无不以“无形无名”之“道”为宗本的生成之序，最终颠倒了本末

与有无的正当关系。 王弼说：
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 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

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③

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④

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仁而后仁德厚。⑤

所谓“形名俱有”“仁义可显，礼敬可彰”“圣功全—仁德厚”，正是王弼基于“无”“无形

无名”而对“物性”“名理”的安顿。 在这种意义上，王弼关于形名问题的思考可以被视为

一种“玄学的形名学”。 在这一“玄学的形名学”中，“名理”并非先于万物或高于万物的基

点，而是万物的“自然之性”（“物性”）在秩序维度的结果式呈现。 这既是它区别于曹操之

“法家形名学”、傅嘏之“儒家形名学”的关键，也是它可以兼容“刑法”与“仁恩”的关键。
在《周易注》中，王弼借助爻位观念具体展现了“形名”秩序的安顿形式，提出了“人用其

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则众才之用（事）〔尽〕矣”⑥的才性观念，“玄
学”之思想统系，至此而登峰造极、粲然大观。

四、结语

魏晋玄学的生成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傅嘏等人的名理学构成了重要一环。 在傅

嘏那里，“名理”不是通过辨析名词概念而得到的抽象之理，而是对儒家名教之理、才性之

理的追寻与守护，也是对曹操倡导的“名法之术”的价值超越。 从这个角度看，傅嘏的名理

学是对儒家正统理念的一种坚守与深化，不是“准玄学”。 与傅嘏的名理学并时而生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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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４０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１９６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９５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９５ 页。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１９９ 页。
王弼：《周易注（附周易略例）》，第 ２２２ 页。



荀粲所崇尚的“玄远”之学。 若说“名理”是本于“才性”关系而立论的，那么“玄远”就是对

儒家“天道”的识悟，两者都体现出魏晋时期儒者的形上志趣。 裴徽有着兼顾“才性名理”
与“自然天道”的思想格局，故可通傅嘏、荀粲之心怀而为一。 在以儒家为“宗致”的傅嘏、
荀粲、裴徽之外，何晏从《老子》一书中重新发现了“无”，并确立了“以无为本”的宗旨，较
之于荀粲之“玄远”，可谓玄之又玄、远之又远。 在傅嘏、裴徽看来，“以无为本”违背了“以
德为本”的儒家理念，也是造就“败德” “华伪”人格的根由。 “裴徽之问”便是对“以无为

本”的一次根本质疑。 幸运的是，与“名理”“玄远”“贵无”等思想流别均有密切关联的王

弼接住并解决了“裴徽之问”①，并通过“圣人体无”这一洞见将“无”正大光明地引入儒家

的名教与自然世界之中，为“玄学”的生成清理了最后的障碍，最终重新安顿了“玄远”与
“名理”。② 在此意义上，王弼的确是玄学思想系统的集大成者。 而且，如果曹操的“名法

之术”是一种“法家形名学”，傅嘏的“才性名理”是一种“儒家形名学”，那么王弼的“玄理”
就是一种“玄学形名学”。 在此意义上，“玄理”有着与“法理”“名理”相同的政治关切，也
是一种以安顿形名秩序为追求的义理系统，而不是单纯的抽象思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李芙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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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弼与当时诸派人士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名理”派中，王粲乃王弼之祖父，傅嘏在王弼年少

时即欣赏其“通辩能言”，钟会与王弼关系友善且“每服弼之高致”（《三国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在“玄远”派中，王弼与荀粲堂侄荀融过从甚密，并回答了“裴徽之问”；在“贵无”派中，王弼也曾得到何

晏的由衷赞叹。
尽管王弼式的“玄理”可以安顿儒家的“名理”，但西晋时期善谈儒家名理的裴頠依旧“崇有”，

说明儒家名理学可以拒绝来自“玄理”的这种安顿，仍然享有“玄理”之外的独立空间。 此外，东晋时期

的殷浩“能言名理”且“才性偏精”，看上去与傅嘏的“才性名理”之学类似；然而，殷浩的“才性名理”已
经不再像傅嘏那样以儒家价值为依归，而是彻底转变成“辨名析理”的思辨方法与知识巧慧。


